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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的耿丽淑 

 

1987 年 6 月 13 日，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礼堂举行的中国福利会成立 49 周年的庆典上，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福利会顾问、美籍专家耿丽淑接过了上海市公安局颁发给她的“永

久居留证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向外国人颁发的第一份永久居留证书，这份特殊

荣誉，耿丽淑当之无愧。 

 

1896 年 3 月 6 日，耿丽淑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德裔农村家庭，

本名塔丽莎·格拉克（Talitha Gerlach），父亲是一位牧师。1926 年 9 月，她由美国基督教女

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耿丽淑追求民主，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到中国不久便涉足中国革

命事业。 

 



 

中学时代的耿丽淑 

 

1938 年，耿丽淑成为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的骨干力量，担任秘书工作，组织援助新

四军，并为保盟和宋庆龄传递重要信件，在上海分会中坚持战斗到只剩她一个人。抗战胜利

后保盟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耿丽淑担任执行委员，其间代理过近一年总干事。

被迫返回美国后，她参加了美国援华会的工作。美国援华会转入反动立场后，耿丽淑与爱泼

斯坦等人退出美国援华会，于 1949 年 4 月在纽约正式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并担任理事会

主席。（详见“回望 1949 为新中国奋斗：栉风沐雨 力助中国福利呼吁会”）1952 年，由于

耿丽淑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宋庆龄帮助她秘密来到中国，并安排在中国福利会

工作，直到 1995 年去世。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耿丽淑为宋庆

龄领导的事业服务长达近 60 年，是宋庆龄最为信赖并保持终生友谊的外国友人之一。 

 

一、初涉中国革命 

 

耿丽淑 1926 年来到中国后，经上海北上去北京学习汉语。1927 年，北方军阀张作霖在

处决共产党嫌疑犯，要杀鲍罗廷夫人以儆效尤，耿丽淑和女青年会的一个同事掩护了鲍罗廷

夫人逃跑，直到她取道天津离境。1928 年，耿丽淑被调往山东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济南工

作。 

 



 

1927 年耿丽淑在北京期间留影 

 

1928 年耿丽淑（左）考察山东农村时留影 

 

1929 年 5 月 28 日，宋庆龄从德国取道苏联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国葬，从北平的西

山迎灵柩到南京中山陵。耿丽淑专程从济南赶到南京，在人潮拥挤的长江南岸中山码头一带，

她隔着人山人海远远地看到端庄娴雅的宋庆龄站在威胜号军舰舰首，也算目睹了这位中国杰

出女性的风采。 

 

1930 年，耿丽淑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系学习。 

 



 

1930 年耿丽淑（前排左三）回美国前与青年会同仁在上海火车站合影 

 

1932 年耿丽淑被调往上海。1934 年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和邓裕志、

利尔·哈斯（中文名夏秀兰）一起在工人居住区小沙渡路三合里开办女工夜校。这年秋天，

耿丽淑参加了路易·艾黎和汉斯·希普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小组是由

宋庆龄建议发起的。耿丽淑参加政治学习小组后，总是有一些进步团体和共产党员要求她提

供帮助和掩护。 

 

 

1933 年耿丽淑参加女青年会上海总会举行的基督教女大学生联合会时合影 

 

1935 年 11 月的一天晚上，宋庆龄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于当晚带着香槟

和白兰地，去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同艾黎及其他几位国际友人一起，举杯相庆，为人

民的胜利干杯。这些国际友人都是参加政治学习小组的朋友们，不巧耿丽淑回美国探亲错过

了。路易·艾黎事后告诉耿丽淑，宋庆龄曾特意问起耿丽淑，并说她做的事情正是宋庆龄所

希望于她的，直到这时耿丽淑才知道政治学习小组从成立伊始都是由宋庆龄亲自指导的。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耿丽淑与金仲华、邓裕志等创办了难民收容所、伤兵救护站，组



织教会大学学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开展义卖活动。 

 

二、投身中国抗日运动 

 

1938 年 6 月 14 日，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随后派吴大琨赴上海与耿丽淑联

系。1938 年冬天，吴大琨带着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秘密赴沪找到耿丽淑。宋庆龄在信中

称呼她为“我的朋友”，问她有没有得到朋友们的消息，叮嘱她租界有“狼”，要小心，最后

说来人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委托他作为代表来面议要事的。吴大琨介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性

质，然后转达了宋庆龄的设想——在上海建立保盟分会，接应国外救援物资，并将物资转运

新四军皖南军部，请耿丽淑参加筹备。 

 

 
青年时代的耿丽淑 

 

几天后，由吴大琨、耿丽淑、沈体兰、吴耀宗、张似旭五人组成的保盟上海分会核心，

在耿丽淑的住所举行了首次会议，宣布分会的成立。会议使用英语交流，耿丽淑是唯一的外

国人。耿丽淑被选为上海分会秘书，负责接应国外的捐助，以及与其他革命组织的联络。保

盟上海分会主要是接受香港保盟的指示，由保盟香港分会负责支援八路军，由上海分会支援

新四军。 

 

上海分会成立后就开始募捐，并与中共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刘少文取得联系，得到八路军

驻沪办事处及中共江苏省委有力的支持。 

 

同年 12 月，新四军代表、军医处长沈其震和材料科长吴之理到上海向耿丽淑紧急求援。

保盟上海分会募捐到现金 10 万多元，为新四军购买了 5 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和一批药品，

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下，由顾执中、王纪华率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通过日军封锁线

和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地，送达新四军军部。 



 

 
首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向新四军敬献锦旗。左起：王纪华、顾执中、项英 

 

1939 年初，皖南新四军又得到一批手术器械、药品、被服、食品、文化用品，特别是获

得了名叫“白浪多息亦”的消炎药（磺胺的前身），是当时世界上刚生产出的最新产品。同

年夏天，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地区蚊子猖獗、疟疾流行的消息，随即安排上海分会向新四军提

供一批紧急援助，并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第二批慰问团，携带所需紧急物资前往新四

军根据地，其中有 6 000 码蚊帐用料、20 万片奎宁、400 听炼乳、几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

2 000 个消毒包等。慰问团中约有 20 多名青年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此外，新四军军部医

院就是依靠保盟上海分会建立起来的，许多新四军的伤病员在这座医院得到医治、疗养，康

复后重返前线，保盟每月还向新四军医院提供 1500 元的日常开支费用。 

 

 

项英欢迎上海民众慰问团 



 

“孤岛”上海在客观上成为新四军取得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的主要根据地。从上海运

输物资去新四军驻地很不容易，大都通过邮局里的内线关系设法转运出去，而邮局里也只有

两三个进步人士可以委托。一般做法是将包扎好的、已经检查过的邮包在下班后打开，把药

品、器械、食品等急需物资放进去，请邮局同志以邮包形式护送出上海。分会两批赴新四军

慰问团带去手术器械、药品、食品、被服等，同耿丽淑、王纪华、吴大琨等竭尽全力分不开，

也同国际友人与上海人民的捐助息息相关。保盟上海分会是热心抗日的中外人士的共同体，

耿丽淑回忆说：“有很多同志和外国朋友在工作，这是由于在许多场合以我们外籍人员面目

出现更为合适，可以起到中国人自己起不了的作用。”上海分会还曾请教会医院的一位医生

朋友帮助，将药品从上海带到九江，再转运去新四军驻地。 

 

 
《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9—1940）》刊登的新四军军部医院照片 

 

后来上海分会的其他四位核心成员被捕、牺牲或因故离开，只剩下耿丽淑一人。耿丽淑

的工作任务更艰巨，但她毫不惧怕海关码头有日本特务，经常秘密地给香港的宋庆龄传递秘

密信件。每当香港来上海的美国“总统号”轮船到达时，她机灵地扮作接客者混入人群登轮

投递，并及时取得邮船带来的宋庆龄最新指示。通过这种方式耿丽淑为宋庆龄进行“信件走

私”，报告募捐救济情况，基本上是每周一次。她还冒着风险储存国外寄来的捐款和物资，

以待时机转运。虽然她因外国人的身份得以幸免于难，但保盟分会已名存实亡了，耿丽淑也

于 1940 年秋回国。 

 

回美国之前，1940 年秋，耿丽淑终于在香港西摩道 21 号保盟总部与宋庆龄会面，这是

她们第一次相见。宋庆龄亲自出门迎接耿丽淑，把她领进房间。由于已有的工作联系，她们

一见如故，谈了许多许多。从言谈中，她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彼此增进了友情。回到美国后，

耿丽淑依旧经常保持与保盟的联系。她通过讲演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情况，为中

国人民募捐。还担任美国社会服务工作者工会主席。1941 年秋，耿丽淑本已订好回中国的

船票，但由于日本对中国形成包围圈，随后偷袭珍珠港，并向香港发动进攻，她回中国的路

被卡断了。 

 

三、协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 

 

1945 年 11 月，耿丽淑同爱泼斯坦、陆懋德、斯诺、史沫特莱等人一起，参加了美国进



步民间组织“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 

 

1946 年 7 月，耿丽淑如愿来到上海，继续在女青年会工作。这时，保盟已于 1945 年 11

月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马上邀请她加入，担任执行委员。1947 年初，

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请假回国，耿丽淑被推上了代理总干事的职位，处理福利基金

会的日常工作。 

 

 

1946 年 7 月耿丽淑（前排右二）参加女青年会欢迎印度干事时合影 

 

1947 年 1 月 10 日，加拿大夏理逊大夫为了将中国福利基金会等救济机构募集的 30 吨

医药器械、20 吨纺织品运往邯郸国际和平医院，而在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下饱受寒冷、饥饿

和疲劳之苦，以致献出生命。在 2 月 7 日举行的夏理逊大夫纪念会上，耿丽淑代表中国福利

基金会发出呼吁：活着的人应该继续夏理逊大夫的工作，把物资输送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们。12 月，耿丽淑被纽约女青年会召回美国。宋庆龄和金仲华、沈体兰等中国福利基金会执

行委员亲赴机场送别，表示随时等待她回中国工作。 

 

 

1947 年夏耿丽淑（左一）与女青年会新干事合影 

 



1948 年，由于长期合作的美国援华会不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华北援助国际和平医院

等项目，耿丽淑和爱泼斯坦等人决定退出美国援华会，另组新的机构，宋庆龄十分支持他们，

打算在美国重建一个新团体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12 月 8 日，宋庆龄致函耿丽淑，邀请她

在这个新团体的初创阶段，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个人代表。1949 年 4 月 19 日，耿

丽淑与爱泼斯坦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耿丽淑担任理事会主席。该会是中国福

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呼吁美国人民在医疗物资、儿童保育工作等方面对中国人民给

予帮助。 

 

 
在美国与父亲在一起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9 月 22 日，由于耿丽淑 6 月后的五封来信很晚才送达，

宋庆龄回了一封很长的信，祝贺耿丽淑当选为中国福利呼吁会理事会主席，告知中国福利基

金会的将来打算和其改组问题。10 月 21 日，宋庆龄致函在美国的耿丽淑，认为“就政府的

组织、运转的标准化和整体的协调而论，我们的国家仍处于组建的过程”，所以中国福利基

金会的问题暂时被搁置着。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继续开展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

暂时按现在的情况进行，那就是我们将在上海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以及医疗卫生这些方面

开展工作，并且充当解总和国外为中国人民工作的组织之间的联络渠道。我们将继续代表中

国人民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促进工作。这意味着你们的促进工作将继续采用过去中国福利基

金会所采用的规划”。 

 

1949 年 12 月 19 日，宋庆龄给耿丽淑回信，答复了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呼

吁会的工作情况，最后表示“真心希望你很快回到中国来。这里有工作要做，你能帮助我

们。……另外，今年春天（编者注：原文笔误，应为“明年春天”。）很可能有一些具有决定

意义的事件发生，将更便于你离开美国到中国来。我们将继续朝着使你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的目标努力，以便你能帮助我们人民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而奋斗。” 

 



 

1950 年在纽约 

 

四、宋庆龄积极筹措耿丽淑来华 

 

50 年代初期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耿丽淑也是受害者之一。她因为大谈中国革

命，而被视为共产主义者。当耿丽淑陷入危险时，在地球的这一边，宋庆龄时刻担心着她的

安危。1950 年 5 月，宋庆龄致函周恩来，推荐耿丽淑为国际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她说：“在

美国最近的危机中，当美国援华会不再起作用而真正的进步人士都在坚决为中国和为美国维

护正义的时候，耿丽淑小姐总是站在他们的前列”。1951 年 2 月 15 日，宋庆龄致函顾锦心

说周恩来已允许耿丽淑来华参加中国福利会工作，因为“耿丽淑的身份在那儿是完全暴露的，

完全有理由另找一个人接替她在那儿的工作。”当月，宋庆龄给耿丽淑发出电报，邀请她立

即回中国工作。但迟迟没有得到她的回音，宋庆龄十分担心。4 月 25 日，宋庆龄致函吴耀

宗，表示“非常关心耿丽淑的情况。两个月以前，我通过香港向她发去过一个电报，要求她

立刻动身去印度，并且在抵达印度以后马上与中国福利会联系。中国福利会办公室最近也发

过几封信给她，向她发出了更加明确的指示。现在看来电报和信件都没有送到她手上，因此

直到今天耿小姐尚不知道我们想要她马上动身。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紧迫。要是你和科拉·邓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定出一个通知耿小姐的最好方式，以使她尽可能早地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将不胜感激。如果你能让我知道你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我将更加高兴。”5 月 12 日，

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朋友格雷斯时提醒说如果要同耿丽淑联系，“请不要提起我，因为这没有

好处”。 

 

1951 年 9 月，耿丽淑被“麦卡锡主义”分子宣布为“支持红色中国共产党的颠覆活动”，

即将退休的她遭到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解雇。被长期服务的机构抛弃，耿丽淑愤怒不已，

她决定立即投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新中国。 

 

宋庆龄为耿丽淑回到中国做了充分安排，先是让她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视线取道欧洲

抵达香港，又亲派时已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专程在香港迎候并陪她北上来沪。在上海，

宋庆龄的一位朋友交给她一张表格请她填写，在填到“职务”一栏时她顿住了。正当她感到



为难时，那位朋友接过笔在该栏目下郑重填上了“顾问”一词。耿丽淑顿时热泪盈眶，她激

动地说：“感谢你们，感谢宋庆龄，我将很好地履行我的义务。” 

 

从此，耿丽淑一直居住在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事业中。 

 

 

1952 年耿丽淑（右一）与宋庆龄（左二）、 

沈粹缜（左三）、江兆菊（左一）在宋庆龄上海寓所合影 

 

五、在中福会为新中国工作 

 

宋庆龄亲自安排耿丽淑入住陕西北路 369 号宋氏老宅。耿丽淑的卧室就是当年宋美龄

的闺房，而宋母倪太夫人的卧室作为耿丽淑的会客室和书房。一直到 1963 年，因房屋修缮，

耿丽淑才迁居他处。 

 

初期，耿丽淑担负起中福会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具体担任《中国建设》的审稿人和负责

对外联络，她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开辟国外发行的渠道上，因她曾从事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

朋友几乎遍及世界，她写信向朋友们介绍杂志，并亲自邮寄每期刊物，想方设法为杂志的海

外发行打开门路。因为中美关系十分紧张，美国不准中国的刊物直接邮寄，她就通过香港的

朋友改换包装寄往美国。 



 

1957 年担任中国福利会托幼工作顾问的耿丽淑 

 

1956 年，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工作进入一个新的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的发展阶段。

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组织专门从事妇幼保健工作。宋庆龄表示，“让中国福利会在较高的

技术水平上承担起这项工作，一直是我多年来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设想的如何使我们所从事

的工作与我们组织的名称‘研究会’—致起来”。但制定如此一个计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中福会和对中国来说它都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还比较复杂。宋庆龄认为，“要使这

项计划走上正轨，耿丽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人选。希望她尽快回上海”。耿丽淑当时在北京

做国际宣传，回沪后，宋庆龄委托她担任幼儿园、托儿所的顾问，加强幼儿教学工作的实验

性、示范性、科研性。在耿丽淑的指导下，中福会幼儿园被评为全国儿童工作先进集体，并

出席了 1960 年的全国群英会。 

 

 

1979 年 9 月，在北京宋庆龄寓所 



 

1980 年，给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英语小组的学生辅导英语 

 

1981 年，作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国际友好人士，送别好友宋庆龄 

 

耿丽淑是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1985 年兼任上海宋庆龄基金会顾问。1986 年 3 月 6 日

在她 90 岁生日时，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向她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她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

的进步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87 年 6 月 13 日，耿丽淑获得上海市公安局对外国人颁发的第一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

证书，同时荣获中国福利会颁发的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荣誉奖。这一年，她还获得了上

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颁发的上海工作纪念章。 



 
荣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荣誉奖章” 

 

1989 年 9 月 1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颁发荣誉证书，赞扬她“几十年来与中国人民

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

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宝贵贡献”。 

 

1991 年 3 月 6 日是耿丽淑 95 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

称号和奖章。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耿丽淑（坐者左二）“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1995 年 2 月 12 日，这位将大半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百岁老人逝世。她

被安葬在宋庆龄陵园，与老朋友长相厮守。 



 

 

 

 

*感谢中国福利会提供耿丽淑照片 


